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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近年来不孕症的发病率升高，不孕夫妇使用辅助生殖技术也相应增加，而体外受精–胚胎移植(IVF-ET)
是其中一个最常见及有效的辅助生殖技术，惟在IVF过程中所应用的大剂量卵巢刺激药物及穿刺取卵在

理论上均有诱发恶性肿瘤的风险，但相关研究数据一直存有争议。即使如此，IVF与卵巢肿瘤的风险仍

然不容忽视。目前就文献统计，IVF-ET最有效解决不孕的排行榜依次为：1) 男性因素；2) 女性因素(两
侧输卵管闭塞)；3) 最差的是原因不明的不孕。经研究发现中医药能有效地改善这些因素，还能改善子

宫内膜厚度及胚胎质素，从而提高临床妊娠率。「种子必先调经」，中医的调周疗法除了可应用在治疗

月经病外，亦可应用在辅助治疗中，可增加受孕的成功率及预防流产。近年来认为辅助生殖技术与卵巢

肿瘤发病风险有一定相关性的文献研究在数量上相对较多，但相关结论仍有待更多的研究数据和分析方

能确定。虽然如此，IVF-ET所使用的卵巢刺激药物，确实会导致高于一般生理水平的激素量，及令卵巢

细胞过度增殖，这些是形成肿瘤的重要因素。姑且勿论IVF-ET是否直接引致卵巢肿瘤发病，使用中医药

进行干预，以提升IVF-ET促孕的成功率，无疑能减少接受IVF的次数，并减少副作用。而中医药不仅能

有助不孕夫妇成功妊娠，在结合西药治疗后，更能减少使用有增加卵巢肿瘤发病风险嫌疑的药物取得良

好疗效，故此推荐在IVF-ET同时，辅助中医药治疗有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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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incidence rate of infertility has been increasing in recent years. The use of assisted reproduc-
tive technology became more popular, and In-vitro Fertilization-Embryo Transfer (IVF-ET) is one 
of the most common and effective assisted reproductive technology. However, the safety of IVF-ET 
has not been clearly ascertained in medical industry. Theoretically, high-dose of ovarian stimula-
tion drugs and oocyte retrieval in IVF associated with the risk of inducing malignant tumors, yet 
the research data on this aspect has been controversial. That being said,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IVF and ovarian tumors cannot be ignored. According to the literature statistics, the most effective 
solution of infertility by IVF-ET is: 1) Male factor; 2) female factor (bilateral fallopian tube occlu-
sion); 3) the worst is unknown infertility. Studies have found that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can effectively improve these factors, as well as improve endometrial thickness and embryo qual-
ity, thereby increasing the clinical pregnancy rate. “Seeds must first regulate menstruation.” In 
addition to the treatment of menstrual disorders,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s cycle-regulating 
therapy can also be used in adjuvant therapy, which can increase the success rate of pregnancy 
and prevent miscarriage. In recent years, there are relatively more results of literature research 
concluded that there is a certain correlation between assisted reproductive technology and the 
risk of ovarian tumor. Research data and analysis are still required to reach a conclusion. Yet, the 
stimulation drugs used in IVF-ET will inevitable result in high hormone level, and cause excessive 
hyperblastosis of ovarian cells, in which these are important factors for the formation of tumors. 
Regardless of whether IVF-ET will cause ovarian tumors, the use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can increase the success rate of IVF-ET will undoubtedly reduce the number of time for conduc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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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F and reduce the potential side effects.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can not only help infertile 
couples to successfully conceive, but also reduce the use of stimulation drugs that may potentially 
increase the risk of ovarian tumors, and achieve good curative effect. Therefore, Chinese medicine 
treatment during IVF-ET should be further promoted and adopted in clinical appl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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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背景 

1.1. IVF-ET 

大约有 5%~15%尝试怀孕的夫妇被界定为不孕，其中主因为女性的病例约占四成[1] [2]。随着近年不

孕症的发病比率愈趋上升，不孕夫妇使用辅助生殖技术(Assisted Reproductive Technology)亦越见增加，

现在全球每 100 个初生婴儿中就至少有 1 个婴儿是依靠辅助生殖技术而妊娠[3] [4]，而体外受精(In-Vitro 
Fertilization, IVF)–胚胎移植(Embryo Transfer, ET)是其中一个最常使用的辅助生殖技术。辅助生殖技术 
IVF-ET 分为两个主要部分，第一部分的 IVF 为女性注射卵巢刺激药物后进行取卵及体外授精，第二部分

的 ET 会把已授精的胚胎进行移植。目前就文献统计，IVF-ET 最有效解决不孕的排行榜依次为：1) 男性

因素；2) 女性因素(两侧输卵管闭塞)；3) 最差的是不明原因的不孕。 
然而 IVF 的安全性问题一直在医学界受到关注，由于 IVF 过程中通常会应用大剂量的卵巢刺激药物

以促使排卵，这样会导致体内高于生理水平的各种激素存在，并令卵巢细胞过度增殖，同时，反复穿刺

取卵亦会令卵巢组织不断受损和进行修复，致使卵巢细胞可能发生突变，或者已突变的细胞有可能增加。

理论上这些因素均有诱发恶性肿瘤的风险[5] [6]。然而，就 IVF 与女性恶性肿瘤的发病风险的研究数据一

直存有争议。 

1.2. 卵巢恶性肿瘤 

卵巢恶性肿瘤的分类主要包括卵巢癌及低恶性的交界性卵巢肿瘤(Borderline Ovarian Tumours)。其中，

卵巢癌在女性生殖系统中的发病率为第 3 位，而其死亡率也是妇科恶性肿瘤中最高的。卵巢癌好发于 50
至 60 岁的中年人。由于卵巢癌的发病征状隐蔽，且卵巢位于盆腔深部，故大多数患者在确诊卵巢癌时已

经处于第三或第四期，癌症已经存在局部或远处播散。目前可使用 HE4、CA125、ROMA 综合评估，作

早期筛查，是目前管理卵巢病变的有效手段，故日后可更有效地探讨辅助生育技术与妇科卵巢癌的发病

关系。至于交界性卵巢肿瘤属于低恶性的卵巢肿瘤，占所有原发性卵巢肿瘤的 14%~15% [7]，其预后相

比一般的卵巢癌较好。 

2. 辅助生育技术与妇科卵巢肿瘤发病关系 

2.1. 辅助生育技术与卵巢肿瘤发病的风险 

尽管医学界有不少文献研究辅助生殖技术与卵巢肿瘤发病风险的相关性，这项议题一直在未能在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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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界得出确实的定论。还有不少相关的研究结果更存有两极化的结论。虽然近五年来(即 2017 至 2022 年)
认为辅助生殖技术与卵巢肿瘤发病风险有一定的相关性的文献研究在客观数量上相对较多，但相关结论

仍有待更多的研究数据和分析方能确定。 

2.1.1. 提示辅助生殖技术与卵巢肿瘤发病有相关性的研究 
有研究认为辅助生殖技术与卵巢肿瘤发病风险有一定的相关性。 
在 2011 年 Källén 等[8]纳入了 24,058 位女性及平均随访时间 8.3 年的队列研究，结果显示：接受辅

助生殖技术 IVF 的女性和其他在观察期间怀孕的女性，患上卵巢癌的风险增加(OR = 2.09, 95% CI = 
1.39~3.12)。同年在 2011 年 van Leeuwen 等[9]纳入了 19,146 名进行过 IVF的女性及随访时间中立数为 14.7
年的队列研究，比较了 IVF 治疗后的女性、低生育力女性和普通女性。结果显示：接受 IVF 后的女性与

一般女性相比，其患上交界性卵巢肿瘤的风险有所增加(SIR = 1.76, 95% CI = 1.16~2.56)，而当随访时间

达到 15 年时卵巢癌发病风险显着增加(SIR = 3.54, 95% CI = 1.62~6.72)。同时，结果亦显示：进行 IVF 后

的女性比低生育力女性在卵巢肿瘤发病的风险亦有增加(SIR = 2.14, 95% CI = 1.07~4.25)。在 2013 年

Stewart 等[10]纳入了 21,639 位女性及平均随访时间 16.9 年的队列研究，显示女性在接受 IVF 后交界性卵

巢肿瘤的发病风险上升(HR = 2.46, 95% CI = 1.20~5.04)，而卵巢癌的风险则没有统计学意义的差别。此外，

2013 年 Brinton 等[11]纳入了 87,403 位女性及平均随访时间 8.1 年的队列研究，亦显示：与 IVF 相关的卵

巢癌风险有所增加(HR = 1.58, 95% CI = 0.75~3.29)，而接受 IVF 的周期达到四次或以上的女性风险更高

(HR = 1.78, 95% CI = 0.76~4.13)。另一项 2013 年 Li 等[12]进行的 META 分析，综合了 8 项队列研究共纳

入了 746,455 名患者，显示接受 IVF 后患上卵巢癌的风险增加(RR = 1.59, 95% CI = 1.24~2.03)。同年，

Siristatidis 等[13]综合了 9 项队列研究共纳入了 109,969 名患者的 META 分析发现接受 IVF 后的女性与一

般人群相比卵巢癌风险有所增加(RR = 1.50, 95% CI = 1.17~1.92)。另外，这研究亦发现接受 IVF 后的女性

与低生育力女性相比，患上卵巢癌的风险没有统计学意义的差异。在 2015 年 Kessous 等[14]的队列研究

纳入了 106,031 例的数据及平均随访时间为 12 年，结果亦显示：女性在进行 IVF 后卵巢癌的发病风险显

着增加(HR = 4.0, 95% CI = 1.2~12.6)。 
在 2017 年 Reigstad 等[15]的队列研究纳入了 1,353,724 例的数据及随访时间中位数为 11 年，结果显示

未生育及已生育女性患上卵巢癌的风险均有上升(未生育女性：HR = 2.49，95% CI = 1.30~4.78；已生育女

性：HR = 1.37，95% CI = 0.64~2.96)。2018 年 Williams 等[16]对 255,786 例数据进行平均随访为 8.8 年的队

列研究发现，女性接受辅助生育技术后患上原位乳腺癌及卵巢癌的数目比预期数目为高，显示发病风险有

所增加。2019 年 Lundberg 等[17]的队列研究纳入了 1,340,097 例数据，结果显示接受辅助生育技术后患上

卵巢癌的风险上升(HR = 2.43, 95% CI = 1.73~3.42)，而患上交界性卵巢肿瘤的风险同样有所增加(HR = 1.91, 
95% CI = 1.27~2.86)。对比有不孕症及未接受辅助生育技术而成功怀孕的产妇，卵巢癌和交界性卵巢肿瘤的

风险也有所上升(卵巢癌：HR = 1.79，95% CI = 1.18~2.71；交界性卵巢肿瘤：HR = 1.48，95% CI = 0.90~2.44)。
2019 年 Vassard 等[18]的队列研究纳入了 683,802 例的数据及平均随访时间约为 9.7 至 9.9 年，研究结果显

示辅助生育技术会增加不孕女性患上卵巢癌的风险(HR = 1.36, 95% CI = 1.25~1.48)，而患有子宫内膜异位症

接受辅助生育技术后患上卵巢癌的风险更高(HR = 3.78, 95% CI = 2.45~5.84)。2021 年 Spaan 等[19]的队列研

究纳入了 40,613 例的资料及随访时间中位数为 24 年，结果显示：接受辅助生育技术后女性患上卵巢癌的

风险(SIR = 1.43, 95% CI = 1.18~1.71)比没有接受的女性(SIR = 1.15, 95% CI = 0.81~1.59)为高。同样，接受辅

助生育技术后女性患上交界性卵巢肿瘤的风险亦有所增加(HR = 1.84, 95% CI = 1.08~3.14)。 

2.1.2. 提示辅助生殖技术与卵巢肿瘤发病未有相关性的研究 
相反，也有研究认为 IVF 与卵巢肿瘤发病风险没有相关性，有部分研究更显示接受辅助生育技术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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卵巢肿瘤的发病风险较低。 
2011 年 Källén 等[20]纳入了 1,394,061 例数据的研究显示未接受 IVF 的女性患上卵巢癌的风险较高

(SIR = 1.15, 95% CI = 0.81~1.59)。2012 年 Liat 等[21]的队列研究纳入了 88,181 例的数据及平均随访时间

约为 33.8 年，研究结果显示辅助生育技术未有增加不孕女性患上卵巢癌的风险(SIR = 1.0, 95% CI = 
0.6~1.6)。在 2012 年 Yli-kuha 等[22]纳入了 9,175 位女性及平均随访时间约为 7.8 年的队列研究把进行 IVF
后女性的卵巢癌发病率与一般女性进行比较，结果虽然显示接受 IVF 后的女性患上浸润性卵巢癌的数量

是对照组的三倍，惟所纳入数据的数目较少，结果未能得出有统计学意义的差异。在 2015 年 Luke 等[23]
的队列研究纳入了 113,226 例数据及平均随访时间约为 4.87 年，接受辅助生育技术后女性的卵巢癌发病

率与一般女性进行比较未有统计学意义的差异。在 2015 年由 Gronwald 等[24]进行的一项病例对照研究显

示：使用促排卵药物或接受 IVF 治疗与随后患上卵巢癌的风险没有显着关系(OR = 0.66, 95% CI = 
0.18~2.33)。 

2.2. 辅助生育技术中使用的促排卵药物与卵巢肿瘤发病的风险 

除了直接分析辅助生育技术与卵巢肿瘤发病的关系外，过往的文献研究亦有分析辅助生育技术可能

增加卵巢肿瘤发病的其中一个风险因子–卵巢刺激药物。卵巢刺激药物可以促使女性排卵，但会令女性

身体的雌激素水平高于一般的生理水平。如同辅助生育技术与卵巢肿瘤发病风险的相关性类似，医学界

对促排卵药物与卵巢肿瘤发病的风险亦存有两极化的观点。在 2012 年一项病例对照研究观察到，曾经使

用促排卵药物，但仍未怀孕的女性患上卵巢癌风险显着增加(OR = 3.13, 95% CI = 1.01~9.67) [25]。相反，

2013 年 Asante 等[26]进行的一项病例对照研究显示：不孕女性使用促排卵药物则未有增加患上卵巢肿瘤

的风险(OR = 0.64, 95% CI = 0.37~1.11)，在单独分析交界性卵巢肿瘤和浸润性卵巢肿瘤后，亦得出未有增

加患上卵巢肿瘤的风险。 
在辅助生育技术中会使用的卵巢刺激药物包括 1960 年代开始使用的氯米芬(Clomiphene)、1980 年代

末出现的促性腺激素释放激素(Gonadotropin Releasing Hormone)及近年来开始得到广泛接受的促性腺激

素(Gonadotropin) (主要为促卵泡激素(Follicle-Stimulating Hormone))和芳香环转化酶抑制剂(Aromatase In-
hibitors) [27]，而孕激素类药物及人绒毛膜促性腺激素(Human Chorionic Gonadotropin)亦会在过程中使用。

然而，由于促排卵药物经历多代更替，部分在对早期接受辅助生育的女性所进行随访的研究，其实正在

评估一些现时甚少或不再使用的促排卵药物的长期影响，而近年才开始使用的促排卵药物对人体的潜在

影响可能要在数年、甚至数十年后才会开始被发现或证实。 

2.2.1. 氯米芬(Clomiphene) 
由 1960 年代开始，氯米芬一直是治疗排卵障碍的主要药物[28]。根据一个纳入了 1,353,724 例的数据

及随访时间中立数为 11 年的队列研究，结果显示：未有生育的女性使用氯米芬后患上卵巢癌风险有所升

高(HR = 2.49, 95% CI = 1.30~4.78) [29]。另一个纳入了 11 例卵巢肿瘤患者的病例对照研究亦发现使用氯

米芬会增加卵巢肿瘤的风险(RR = 2.3, 95% CI = 0.5~11.4)，而使用氯米芬多于一年后卵巢肿瘤发病的风险

亦会增加[30]。瑞典有一项队列研究结果亦显示：有排卵障碍的女性采用氯米芬治疗后患上卵巢肿瘤的风

险增加(SIR = 7.47, 95% CI = 1.54~21.83) [31]。 

2.2.2. 促性腺激素/促性腺激素释放激素(Gonadotropin Releasing Hormone) 
促性腺激素释放激素于 1987 年开始使用，促性腺激素释放激素拮抗剂则于 1999 年在临床上可用，

目前它们都是在进行 IVF 中最常用使用的药物[23]。一项队列研究显示使用促性腺激素(成分主要为促卵

泡激素)后女性卵巢癌发病的风险有所增加，其中患有排卵障碍的女性卵巢癌发病风险增加 5.28 倍(R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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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8, 95% CI = 1.70~16.47)，而没有排卵障碍的女性卵巢癌发病风险更增加至 5.89 倍。(RR = 5.89, 95% CI 
= 1.91~13.75) [31]。 

2.2.3. 孕激素类药物 
另外，IVF 过程中亦有机会使用孕激素，有队列研究结果显示孕激素增加了卵巢肿瘤发病风险(RR = 

1.82, 95% CI = 1.03~3.24)，当使用孕激素多于 4 个周期时发病风险亦会有所增加(RR = 2.63, 95% CI = 
1.04~6.64) [32]。 

2.3. 辅助生育技术、促排卵药物与卵巢肿瘤发病风险的讨论 

辅助生育技术与卵巢肿瘤发病风险及促排卵药物与卵巢肿瘤发病风险的相关性一直在未能在医学界

得出确实的定论，但当中的风险不容忽视。至于相对早期的文献研究呈现两极化的结果，其主因可能是

由于对卵巢肿瘤发病风险而进行的研究存有一定难点：1) 包括不孕症自身已是导致妇科肿瘤的其中一个

危险因子；2) 卵巢恶性肿瘤的发病率低；3) 研究存在局限性。 

2.3.1. 不孕自身已是导致妇科肿瘤的危险因子 
接受 IVF 的不孕女性本已有机会患有子宫或卵巢疾病，其因素亦可能对研究的准确度造成影响。另

外，就算撇除考虑 IVF 的影响，纯粹就不育女性与其患上卵巢癌风险所进行的研究亦未有定论。当中，

有研究显示不育女性患卵巢癌的风险会有所增加[33] [34]。但 Horn-Ross 等在 1992 年则发现未有接受生

育药物治疗的低生育力女性与一般女性相比，卵巢癌发病的风险并未增加[35]。故此，独立分析 IVF 治

疗与卵巢肿瘤发病风险的相关性并不容易。 

2.3.2. 卵巢恶性肿瘤的发病率低 
不论有否接受 IVF，卵巢恶性肿瘤的疾病发生率不高，导致难以开展双盲随机对照研究。而且恶性

肿瘤发展需时，患者一般要在多年后才会开始发病，这样亦会增加证明两者相关性的难度。IVF 大约在

1980 年代开始出现，而期间 IVF 所使用的技术及药物亦一直有所改进。故此，对 IVF 技术进行的相关研

究的随访时间或未能给予足够时间以观察到肿瘤发病，以及其结论或未能准确反映现代的 IVF 技术的风

险。 

2.3.3. 研究存在局限性 
虽然不少就 IVF 与卵巢恶性肿瘤发病的相关性研究都是属于可靠度较高的队列研究，但亦有部分为

病例对照研究，而各项研究都有其局限性，主要包括随访时间较短、纳入研究的病例嫌少，以及存在选

择性、失访性及混杂偏倚等。此外，辅助生育中会使用的促排卵药物经历过多代更替，部分早期接受辅

助生育的女性所使用的促排卵药物现时已甚少或不再使用，而近年才开始使用的促排卵药物对人体的潜

在影响可能要在多年后才会开始被发现，这样亦会对研究造成一定偏差。 
虽然如此，IVF-ET 所使用的卵巢刺激药物的确会导致高于一般生理水平的激素量，使卵巢细胞过度

增殖，这些都是形成肿瘤的重要因素。姑且勿论 IVF-ET 是否直接引致卵巢肿瘤发病，使用中医药进行干

预，以提升 IVF-ET 促妊娠的成功率，无疑能减少接受 IVF-ET 的次数，并减少副作用。因此中医药应在

临床中多作推广及应用。 

3. 中医干预的地位和意义探讨 

3.1. 不孕症的相关中医学理论 

不孕症可因不同因素而发病，而其中一个主要因素与肾气相关。「肾主生殖」，早在《黄帝内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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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已明确指出男女双方只有在肾气充盛的前提下，天癸才能如期产生，任脉冲盛，女子月事才能按时而

下，男子才能精气溢泄，阴阳和谐地结合才能成功妊娠。 
除了与肾气有关外，不孕亦与脏腑、气血、经络息息相关。正如陈士铎《石室秘录·卷之五·论子

嗣》中所云“女子不能生育有十病：……一胞胎冷也，一脾胃寒也，一带脉急也，一肝气郁也，一痰气

盛也，一相火旺也，一肾水衰也，一任督病也，一膀胱气化不行也，一气血虚而不能摄也”。 
总结前人的理论，导致女性不孕病机可总结为四大原因：肾虚、肝郁、痰湿及血瘀。 

3.2. 根据不孕症病因中医药干预措施 

目前就文献统计，IVF-ET 最有效解决不孕的排行榜依次为：1) 男性因素；2) 女性因素(两侧输卵管

闭塞)；3) 最差的是不明原因的不孕[36]。这些因素亦可以被视为临床进行 IVF-ET 时最有可能面对的不

孕主因，针对各项因素分别使用中医药干预治疗能进一步提升 IVF-ET 促怀孕的成功率。 

3.2.1. 男性因素 
至于男性不育症定义为男方因各种问题而导致女方不能怀孕[37]。根据统计，有四分之一的育龄夫妇

的生育障碍原因是由于男性不育，而少弱精子症占男性不育的四分之三[38]，是男性不育最常见的病因。

根据定义，若精子总数小于 20 × 106/ml 是为少精子症；若 a 和 b 级运动的精子小于 50%或 a 级运动的精

子小于 25%是为弱精子症；若少精子症及弱精子症这两种疾病并存时则称为少弱精子症[39]。至今，导

致少弱精子症的机制尚不明确，西医仍缺乏治疗该病的有效药物。 
早在 1994 年，林珊如等[40]运用 HCG 合龙胆泻肝汤、八正散合逍遥丸等方治疗精少不育症 32 例，

结果 2~3 月内全部患者均可令其妻子怀孕。 
张华等[41]认为特发性弱精子症的发病关键为肾精亏虚，日久瘀积，久病入络，故治疗重在补肾填精

通络，运用生精通络赞育方(熟地黄 24 克，菟丝子 24 克，黄芪 35 克，淫羊藿 18 克，丹参 15 克，川牛

膝 15 克，水蛭 6 克，鸡血藤 15 克，路路通 10 克)治疗特发性弱精子症，结果显示临床疗效显着，精子

活力、活动率及精子直线运动速度均有改善，且无明显不良反应。 
孙建明等[42]认为少弱精子不育症属中医「精少」、「精冷」的范畴，常见病机为肾虚及瘀血，故治

疗重在补肾活血，运用补肾活血方(淫羊藿 15 克，仙茅 15 克，巴戟天 10 克，熟地 10 克，枸杞子 10 克，

菟丝子 10 克，山萸肉 10 克，黄芪 15 克，党参 10 克，当归 10 克，白术 10 克，丹参 30 克，川牛膝 15
克)治疗特发性少弱精子症 55 例，结果显示经治疗后精子密度及成活率均有改善。 

商学军等[43]认为若阴阳调和，天癸充盈，精满溢泻，便能有子，故少弱精子证的治疗应重在补肾填

精，以麒麟丸(淫羊藿、菟丝子、锁阳、墨早莲、桑椹、枸杞子、覆盆子、党参、山药、黄芪，白芍、青

皮、丹参、郁金、制何首乌)治疗后，患者的精子浓度、a 级精子、a + b 级精子、精子活动率方面均有改

善，显示麒麟丸除了能够增加精子浓度，还能提高精子活力，能有效地治疗少弱精子症所致的男子不育。 
姜辉等[44]认为少弱精子证治疗应重在温肾、壮阳、益精，运用复方玄驹胶囊(以玄驹为君药，辅以

淫羊霍，以蛇床子、枸杞子为佐药)治疗少弱精子证患者，结果显示复方玄驹胶囊能有效地改善少弱精子

症患者的精液质量，且未见不良反应。 
李博怿等[45]共纳入 44 篇使用中西医治疗男性少弱精子证的文献进行研究分析，发现相比于单纯使

用西医治疗，使用中医或中西医结合治疗少弱精子症效果显着，经治疗后精液量、精子密度、a 级精子、

a + b 级精子、治愈率等指标均有所提高，证明中医药可有效提升精子数量及精子活力度。 

3.2.2. 输卵管因素 
通畅的输卵管是使自然受孕成功的其中一个必要条件之一，若输卵管受炎症、积水、手术后粘连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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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因素影响输卵管的通畅程度，甚至导致输卵管阻塞，便会阻碍精子及卵子的相遇结合，导致不孕的发

生。在女性不孕的病因中，因输卵管阻塞性不孕症的发病率约占不孕症的 67% [46]，是导致女性不孕的

主要因素，特别是继发性不孕，近年发病率更有上升的趋势。子宫输卵管造影(HSG)检查结果显示输卵管

因素之不孕症中最为常见的原因为输卵管近端阻塞及输卵管远程阻塞，分别占 40%及 35% [47]。输卵管

性不孕的病因主要为盆腔感染性疾病、子宫内膜异位症及先天性输卵管原因。 
吴茗玉等[48]以疏肝理气、化瘀通络、燥湿化痰、调经助孕为主，便用自拟中药方(柴胡 9 克，枳实

6 克，赤芍 12 克，丹参 10 克，羌活 6 克，香附 6 克，广木香 9 克，益母草 12 克，三七 6 克)结合针灸(关
元、中极、足三里、太溪、肾俞、命门、三阴交)治疗输卵管阻塞性不孕症患者，显示中西医结合治疗输

卵管阻塞性不孕症更有效。 
高丽霞等[49]认为输卵管阻塞性不孕症大多属于湿热瘀阻，故治疗应重于于破血逐瘀，通络荡浊，兼

以温通祛湿。又因直肠与盆腔内的脏器距离十分接近，故运用通络方进行保留灌肠(丹参 30 克，路路通

15 克，桃仁 15 克，赤芍 30 克，红花 10 克，鸡血藤 30 克，三棱 15 克，莪术 15 克，苍术 15 克，茯苓

15 克，天仙藤 15 克，桂枝 10 克等)，通过直肠黏膜吸收药物，从而达到直达病所的作用。经过治疗后，

中药组的妊娠率明显高于单纯使用西药。 
胡玉姣等[50]共纳入 10 篇使用针灸治疗输卵管阻塞性不孕症的文献进行研究分析，发现相比于单纯

使用西医治疗，临床运用针灸于输卵管阻塞性不孕症更能明显地提高输卵管通畅率及妊娠率，亦更安全，

获得较好的临床治疗效果。 
龙梅等[51]共收纳了 19 篇有关中西医结合治疗输卵管阻塞性不孕症的文献进行研究分析，发现相比

于单纯使用西医治疗，经过中西医结合治疗后不仅患者的妊娠率、总有效率及输卵管再通率得到提高，

其术后再粘连率和非腹腔镜手术治疗患者的异位妊娠率亦能降低，而且有较少的不良反应，证明中西医

结合治疗输卵管阻塞性不孕症更有效，安全性亦较高。 
输卵管性不孕的病因主要为盆腔感染性疾病，魏学勤[52]以活血化瘀、消症、止痛、清热解毒为原则，

使用自拟化瘀消症汤(当归 15 克，赤芍 18 克，蒲公英 10 克，则酱草 30 克，三棱 10 克，莪术 10 克，红

藤 30 克，延胡索 15 克，香附 12 克，散红花 18 克，紫花地丁 20 克)灌肠治疗盆腔感染 30 例，结果显示

效果良好。 

3.2.3. 使用促性腺激素药物 HMG 
约有 25%~30%导致女性不孕的原因为排卵障碍，亦是女性不孕症的主要原因之一 [53]。约

80%~90%的排卵障碍性不孕是正常促性腺激素性排卵障碍不孕，主要是因为下丘脑–垂体–卵巢轴

(H-P-O 轴)功能的失调而导致的，临床上西医治疗首选之药物为克罗米芬(CC)，或促性腺激素(如 HMG，

FSH)治疗[54]。 
冯敬华等[55]认为排卵障碍的基本病机为肾虚血瘀，故治疗应重在补肾活血，运用补肾活血药：在排

卵前服补肾促排卵汤(熟地 10 克，山萸肉 8 克，山药 10 克，丹皮 10 克，茯苓 10 克，当归 10 克，赤芍

10 克，白芍 10 克，菟丝子 12 克，覆盆子 10 克，川断 10 克，紫石英 10 克，川芎 10 克，桃仁 10 克，

红花 5 克等)；在排卵后服补肾助孕汤(丹参 10 克，赤芍 10 克，白芍 10 克，山药 10 克，山萸肉 10 克，

川断 12 克，菟丝子 12 克，紫河车 10 克，紫石英 10 克等)治疗正常促性腺激素性排卵障碍不孕，结果显

示使用中西医结合治疗所使用的 HMG 的用量明显低于纯西药下，患者的排卵前卵泡直径及子宫内膜厚

度均达到了排卵前正常水平，而且中西医结合治疗的排卵率较高，显示补肾活血药可能通过增加垂体分

泌 FSH 以协同 HMG 促卵泡的发育生长，同时亦能提高卵巢对 FSH 的反应，从而降低 HMG 的使用量，

还可能高卵泡的质量，为成功受孕提供合适条件，从而提高妊娠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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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IVF-ET 与中医药配合 

罗元恺教授提出女性生殖调节轴为肾气–天癸–冲任–子宫，并认为妊娠与肾气和冲任二脉有极密

切的关系，妊娠之机理主要在于肾气的盛实，使男精女血得以结合才能成孕。而此理论亦与现代医学之

生殖内分泌轴下丘脑–垂体–卵巢–子宫理论相似。 
中医调周法总原则以补肾为主，兼以行气活血，平衡阴阳，根据月经各期的生理、病理特征、月经

各阶段的阴阳消长、转化特点等，通过对病理状态下产生的气血阴阳变化的辨证分析提出相应的治疗原

则，因势施治，选方用药，从而调整月经周期的节律，以达到规律的月经周期及协调气血阴阳的目的，

临床应用时亦需依据各患者的体质差异作出适当的调整。而研究亦显示中医学在治疗各种基于不同病因

的不孕症均有其效用。 
「种子必先调经」[56]，中医的调周疗法除了可应用在治疗月经病外，亦可应用在 IVF-ET 上。在助

孕前治疗重在改善体质为主，为日后怀孕作准备。 
卵泡期则重在益肾养阴，使用如地黄、当归、白芍、菟丝子等药物，以增长雌激素为主，以促进卵

泡发育生长。排卵期则重在调理气血，益肾活血通络，使用如赤芍、丹参、川断、紫石英等药物，以提

高卵巢功能，促进排卵功能。因黄体功能的发挥有赖于肾气的充盛，故黄体期则重在温补肾阳，使用如

杜仲、巴戟天、淫羊藿等药物，促进孕激素分泌，以增强黄体功能，从而改善卵巢的储备功能，营造一

个有利于胚胎生殖的内分泌环境。此时若接受 IVF-ET，即能采取质量良好的卵子，又能创造一个较理想

的胚胎生长环境，增加受妊的成功率。 
此外，在辅助生殖技术治疗的过程中，不良的妊娠结局受诸多因素影响。现代医学研究发现其中约

三分之二是由子宫内膜容受性(Endometrial Receptivity)不足所致，三分之一是受胚胎质素影响[57]，可见

子宫内膜容受性的重要性。Al Chami A 等[58]研究发现子宫内膜容受性对受精卵着床具有决定性的影响。

子宫内膜容受性又为子宫内膜着床能力，是指在胚胎植入子宫内膜的过程中，子宫内膜处于可被胚胎着

床的状态。不少研究发现中医药可有助改善子宫内膜容受性。汪秀梅等[59]认为薄型子宫内膜不孕症的主

要病机为肾气亏虚，经血不足，冲任胞宫失养，故治疗重在补肾气为主，在月经结束后 3 天开始治疗至

LH 峰日，选取中脘、天枢、带脉、气海、关元、子宫、血海、足三里、三阴交、太冲、肾俞、命门穴，

其中双子宫、双足三里、关元、双肾俞给予温针灸及使用补法治疗，并根据辨证随证配穴，留针 30 分钟，

发现经过此治疗后患者的子宫内膜容受性得以改善，临床妊娠率亦有所提高。 
子宫内膜厚度(Endo-Metrial Thickness)在月经周期中呈现一个规律性的变化，它可反映出子宫内膜的

生长情况及其功能状态。在移植日，子宫内膜因受卵泡刺激素(Follicle Stimulating Hormone)的刺激作用下

而增厚，从而为胚胎提供一个良好的着床环境。子宫内膜的充分增厚是胚胎着床的必要条件之一，而其

中一个简易预测子宫内膜容受性的指标便是子宫内膜厚度，临床中可通过测量子宫内膜的厚度以判断其

增生程度，从而预测是否适合胚胎着床。一项共纳入 25 项研究的 META 分析[60]总结得出 HCG 日所测

量的子宫内膜厚度与临床妊娠率具有相关性。 
不少研究[61] [62] [63]亦认为子宫内膜的厚度、形态及血流状态可作为预测子宫内膜容受性的指标，

一般认为正常子宫内膜厚度在 8~11 mm 为最佳。Fang R [64]等研究亦显示当移植日内膜厚度 > 8 mm 时，

临床妊娠率较高。Brooks 等[65]亦发现当内膜厚度为 > 9 mm 时妊娠率随之增加。过厚的子宫内膜也被认

为不利于胚胎着床。若发现内膜厚度 ≤ 7 mm 时，子宫内膜容受性便会下降，种植率和妊娠率亦会下降，

尤其是当内膜厚度 < 5 mm 时情况会更为明显，几乎没有妊娠的可能性[63]。临床中极少数出现内膜厚度 
< 4 mm 也能成功分娩的病例[66]。 

不少临床研究表明中医药对子宫内膜有改善的作用。梁少荣等[67]认为薄型子宫内膜的病机主要为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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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血瘀，故治疗以补肾活血化瘀为主，研究以脐腹灸疗法(炙粉主要以乳香、没药、血竭、沈香、桂枝等

组成，将其置入患者脐中，再以神阙穴为中心向腹四周推开，将炙粉均匀地覆盖整个腹部)合补肾养血活

血方(熟地 20 克，丹参 20 克，菟丝子 15 克，巴戟天 12 克，炙龟板 12 克，茯苓 15 克，炒赤白芍各 12
克，益母草 15 克，当归 15 克，鸡血藤 10 克，川芎 9 克)治疗薄型子宫内膜 40 例，治疗 3 个月后发现不

仅患者的临床症状明显减轻，而且子宫动脉血流搏动指数(PI)和阻力指数(RI)均有降低，从而使子宫内膜

的厚度和形态得以更有效的改善。 
羊妹琴等[68]认为子宫内膜型不孕症的根本原因为肾虚，而薄型子宫内膜妇女又因气滞血瘀而导致血

运欠佳，故治疗重在补肾养气，活血化瘀，在常规西药治疗的基础上配用补肾养宫汤(熟地 20 克、黄芪

30 克、紫石英 30 克、砂仁 6 克、川牛膝 15 克、香附 15 克、丹参 30 克、菟丝子 30 克、当归 15 克、仙

灵脾 15 克、枸杞子 20 克)治疗薄型子宫内膜不孕 60 例，研究结果发现经治疗后子宫内膜厚度增加，E2
水平有所调节，从而提高妊娠率。 

至于胚胎质素则是另一个会影响妊娠率的主要因素，研究[69]显示随着移植的优质胚胎数量增加，胚

胎种植的成功率亦显着增加，可预见的妊娠成功率亦较高。朱依敏等的研究[70]亦显示若使用优质胚胎，

移植 2 个胚胎便可取得理想的临床妊娠率，亦可明显地减少多胎妊娠的发生。亦有研究[71]显示若患者移

植的胚胎全部均为优质胚胎，其妊娠率会显着地提高。而年龄分别 < 30 岁及介乎 30~35 岁的患者应该分

别地选择单个优质胚胎和 2 个优质胚胎移植，这既可获得理想的妊娠率的同时，又可减少多胎妊娠的发

生，是较为安全、有效的选择。对于年龄 ≥ 35 岁的患者不要为了增加妊娠率而移植非优质胚胎。从这些

研究可见移植胚胎的质量很大程度地影响 IVF-ET 的种植率、临床妊娠率和多胎率。 
亦有临床研究[72]认为不孕症的基本病机的为肾气不足、血海亏虚、冲任胞脉阻滞，故调经种子的治

疗应重在补肾和血。研究妇女从月经第 3 天起至 HCG 日，在试管婴儿技术运用的超排卵方案中上配合二

至天癸方中药(女贞子、墨旱莲、枸杞子、菟丝子、当归、白芍、生地黄、川芎、制香附、甘草)，发现此

治疗方案能在保证临床促排卵疗效的前提下促进卵细胞发育，增加优质卵、优质胚胎的数目，提升受精

率及妊娠率。此外，此研究亦提示了二至天癸方有助减少卵巢过度刺激综合征(Ovarian Hyper-Stimulation 
Syndrome, OHSS)的发生机会。 

移植胚胎后则重在补肾活血，改善子宫内膜容受性，提高妊娠率。妊娠后则以补肾健脾，养血安胎

为主，使用如白术、党参、菟丝子、桑寄生、续断等药物，预防流产。谈勇[73]用上述方法，采卵数、受

精卵数及移植胚数均明显增加，妊娠率亦提高。 
而曾多次进行 IVF-ET 的患者常具有肾阴亏虚、肾气不足的肾阴虚表现，如腰膝酸软、五心烦热、月

经量少质稀等。肾藏精，亦是先天之本，是肾阴、肾阳的物质基础，说明肾藏精主生殖的功能是子宫内

膜生长、发育，建立容受性的基础条件。若肾的生理功能正常，则易于女性受孕、生殖；若肾阴阳失去

平衡时，肾生精化气生血的功能则不足，阳气不得煦化，阴精失于濡润，导致冲任失于濡养，血行不畅，

子宫内膜失于濡养，使子宫内膜容受性差，女子则难以受孕、生殖。而此时亦可应用补肾益精、暖宫为

其主要治疗原则。 
亦有研究[59]表明，针灸可以以补益先天肾气、调补冲任之法，治疗后子宫内膜容受性、子宫内膜厚

度均得到改善，卵巢功能亦有所改善，从而提高临床妊娠率。 
中医药不仅能有助不孕夫妇成功怀孕，在结合西药治疗后更能减少使用有增加卵巢肿瘤发病风险嫌

疑的药物，而且能取得良好疗效，中医药应在临床中多作推广及应用。 

4. 结论 

都市人生活节奏急促及工作压力大，近年来不孕症的发病比率愈来愈高。故此，不孕夫妇使用辅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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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殖技术亦愈见普及，而 IVF-ET 是其中一个最常见及有效的辅助生殖技术，惟 IVF 过程中应用大剂量

的卵巢刺激药物以促排卵，直接导致女性身体出现高于生理水平的雌激素，并令卵巢细胞过度增殖；同

时，穿刺取卵亦会对卵巢组织造成损伤，卵巢细胞在修复时亦有可能会发生突变或者已突变的细胞亦有

可能增新。 
理论上这些因素均有诱发恶性肿瘤的风险，而对 IVF 与卵巢肿瘤的发病风险的研究数据一直存有争

议。有一部分研究认为 IVF 与卵巢肿瘤发病风险有一定的相关性，而另一部分则得出相反的结论认为它

们之间没有统计学意义的相关性。此外，对 IVF 中会使用的卵巢刺激药物与卵巢肿瘤发病风险所进行的

研究亦出现类似的两极化结论。至于未能得出确定性结论的主因是由于 IVF 与卵巢肿瘤的相关性研究均

存在一定的难点，例如不孕症自身已是妇科肿瘤的危险因子、卵巢肿瘤发病率低及研究本身存在局限性。

即使如此，IVF 与卵巢肿瘤的风险仍然不容忽视。 
目前就文献统计，IVF-ET 最有效解决不孕的排行榜依次为：1) 男性因素；2) 女性因素(两侧输卵管

闭塞)；3) 最差的是不明的不孕。经研究发现中医药能有效地改善这些因素，还能改善子宫内膜厚度及胚

胎质素，从而提高临床妊娠率。 
「种子必先调经」，中医的调周疗法除了可应用在治疗月经病外，亦可应用在 IVF-ET 上：在助孕前

治疗重在改善体质为主，为日后怀孕作准备；卵泡期则重在益肾养阴，以增长雌激素为主，以促进卵泡

发育生长；排卵期则重在调理气血，益肾活血通络，以提高卵巢功能，促进排卵功能；因黄体功能的发

挥有赖于肾气的充盛，故黄体期则重在温补肾阳，促进孕激素分泌，以增强黄体功能，从而改善卵巢的

储备功能，营造一个有利于胚胎生殖的内分泌环境。此时可接受 IVF-ET，增加受妊的成功率。移植胚胎

后则重在补肾活血，改善子宫内膜容受性。妊娠后则以补肾健脾，养血安胎为主以预防流产。 
中医药除了能有效地提升 IVF-ET 受妊的成功率外，对于曾多次进行 IVF-ET 的患者经研究显示中医

药治疗亦有成效。 
由于近年来认为辅助生殖技术与卵巢肿瘤发病风险有一定的相关性的文献研究在数量上相对较多，但

相关结论仍有待更多的研究数据和分析方能确定。虽然如此，IVF-ET 所使用的卵巢刺激药物的确会导致高

于一般生理水平的激素量，及令卵巢细胞过度增殖，这些是形成肿瘤的重要因素。IVF-ET 最有效解决不孕

依次为男性因素及女性因素等，这些因素亦是临床进行 IVF-ET 时最有可能面对的不孕主因，针对这些因

素分别使用中医药干预治疗能进一步提升 IVF-ET 促怀孕的成功率。姑置勿论 IVF-ET 会否直接引致卵巢肿

瘤发病，使用中医药进行干预，以提升 IVF-ET 促怀孕的成功率，无疑能减少接受 IVF-ET 的次数，并减少

副作用。而中医药不仅能有助不孕夫妇成功怀孕，在结合西药治疗后更能减少使用有增加卵巢肿瘤发病风

险嫌疑的药物而又能取得良好疗效，故此在 IVF-ET 期间同时进行中医药应在临床中多作推广及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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